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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通过的关于
第2773/2016号来文的意见[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百二十六届会议(2019年7月1日至26日)通过。]  [3: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Tania María Abdo Rocholl、Yadh Ben Achour、Ilze Brands Kehris、Arif Bulkan、Ahmed Amin Fathalla、Shuichi Furuya、Christof Heyns、Bamariam Koita、Duncan Laki Muhumuza、Photini Pazartzis、Hernán Quezada Cabrera、Vasilka Sancin、José Manuel Santos Pais、Yuval Shany、Hélène Tigroudja和Andreas Zimmermann。]  [4: 	***	委员会成员Tania María Abdo Rocholl、Arif Bulkan、Hernán Quezada Cabrera和Hélène Tigroudja (赞同)的联合意见附在本意见之后。] 

	来文提交人：
	Bholi Pharaka (由“审判国际”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尼泊尔

	来文日期：
	2016年5月11日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2016年6月13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19年7月15日

	事由：
	童工和强迫劳动；对土著儿童的任意逮捕和酷刑；公正审判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滥用提交权

	实质性问题：
	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禁止强迫劳动：自由和安全权；公正审判权； 尊重人的固有尊严；儿童获得特别保护的权利；有效补救权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三款(甲)项、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三条和第五条第2款(丑)项


1.	来文提交人是Bholi Pharaka，[footnoteRef:5] 系尼泊尔国民，生于1997年，为土著塔鲁社区成员。他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三款(甲)项、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1991年5月14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审判国际”代理。 [5: 		提交人在本来文中用的是假名。]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指出，解读本来文事实时必须联系尼泊尔普遍、有系统地使用,特别是针对儿童使用任意拘留和酷刑这一情况，而这种情况通常不受惩罚。[footnoteRef:6] 必须考虑的其他因素还有，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拘留条件普遍存在，[footnoteRef:7] 童工和强迫劳动做法泛滥，这主要影响到土著社区儿童，[footnoteRef:8] 尽管这些做法在全国各地被正式禁止。 [6: 		提交人除其他外，提到委员会关于尼泊尔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CPR/C/NPL/CO/2)，第10、11和17段，以及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0条通过的关于尼泊尔的报告(A/67/44，附件十三)，第100和108段。]  [7: 		CCPR/C/NPL/CO/2，第12段。]  [8: 		提交人提到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CCPR/C/NPL/CO/2)，第18段，以及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特别报告员关于尼泊尔土著人民状况的报告(A/HRC/12/34/Add.3)，第26和39段。] 

2.2	2007年，提交人9岁，由于家庭财况极其不稳，他被送到加德满都做家庭佣工。在最初工作的人家，他可以定期上学，报酬也不错。然而，2010年，他被送到一家尼泊尔陆军军官家中做家庭佣工，那家人不准他再上学。提交人14岁，每天被迫从早上4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任务是做饭、厨房工作、清洁、打扫、购物、照看房子、接待访客、按摩脚和洗衣服。提交人及其家人从未收到报酬。
2.3	提交人在为后一个家庭工作时，经常受到身心虐待。2012年7月，他再也无法忍受虐待，逃回自己的村庄。之后，这家尼泊尔陆军军官家房东的女儿提出申诉，指控他偷了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为了说服提交人返回加德满都，警方逮捕了他的舅舅，并对他施以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footnoteRef:9] 包括死亡威胁，直到他答应带侄子回首都。 [9: 		提交人提供了特里布万大学教学医院法医部2012年9月18日的医疗证明副本，包括对据称遭受酷刑的他舅舅的身体检查的副本，其中记录了他被警察棍打后头部、大腿、上臂、脸部和耳朵的受伤情况。] 

2.4	2012年8月14日，提交人和舅舅前往加德满都，去了加德满都大都会警察分局见大都会警察分局副警长。提交人被逮捕并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他没有被告知被捕原因，也没有被告知对他的任何指控。在副警长在场的情况下，提交人在被捕当天和随后几天受到酷刑。他全身被拳打脚踢，遭塑料管击打脚底(打脚底刑罚)，头发被扯掉。提交人多次被要求承认，从他以前做工的房子偷了黄金和其他物品，并坦白把贵重物品藏在哪里。最后，他被迫在有其偷窃供词的文件上按了手印，还不准他阅读这些文件。
2.5	2012年8月19日，提交人被带往加德满都县行政办公室，该办公室以公共罪为由下令延长对他的拘留。[footnoteRef:10] 他当时14岁，根据国内立法，他本应被带往县法院单独的少年法庭，而不是县行政办公室。提交人出现在县行政办公室时，警方错报他的年龄是18岁。县行政办公室随后三次批准延长对他的拘留。在上述任何阶段，提交人都没有法律代表。 [10: 		提交人称，尽管他于2012年8月14日被捕并被拘留，但警方出示了一份文件，称他因涉嫌给公众造成麻烦于2012年8月17日在加德满都被捕。提交人声称，他当时已被拘留，因此这些指控显然是虚假和捏造的。] 

2.6	提交人2012年8月14日至9月6日被关押在加德满都大都会警察分局，拘留条件不人道且有辱人格。他和另外12个人一起被关押在一个极度拥挤的牢房里。被拘留者被迫共用一个厕所，厕所就在牢房旁，气味难闻。被拘留者被迫轮流打扫厕所。在拘留期间，提交人只能洗澡两次，每隔一天才得到食物。所提供的食物质次且不卫生。
2.7	提交人在大都会警察分局拘留期间，每天都遭受酷刑。他被带到一间审讯室，被八名警察施以酷刑。他被迫躺在桌上，双腿绑在桌上。警察用棍子击打他的脚底(打脚底刑罚)，抽他耳光，打他后脑勺，鞭打他背部和腰部，电击他的指甲下。
2.8	提交人最终于2012年9月6日被控犯有“某些公共罪”。[footnoteRef:11] 这时，提交人才见到律师，这是他自最初被捕以来第一次见到律师。加德满都县行政办公室命令他可获保释，保释金定为1,000尼泊尔卢比(约8.60美元)。提交人及其家人无力支付，因此他仍被拘留。 [11: 		见上一个脚注。] 

2.9	2012年9月8日，提交人在加德满都县法院出庭时，明确报告他受到酷刑并要求体检。医生进行了一次体检，证明提交人前臂擦伤、发烧，基本处于抑郁状态。[footnoteRef:12] 然而，并没有因此启动对这些病因的任何调查。2012年9月11日，提交人的祖父向加德满都县法院提出申诉，明确声称提交人遭受酷刑和不人道的拘留，并寻求进行身体检查。尽管进行了一次检查，但从未对提交人的指控进行彻底、迅速、独立和公正的调查。同一天，提交人就受到的侵犯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然而，委员会未对此案采取任何行动。 [12: 		提交人提供了2012年9月13日的体检证书副本。体检对提交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作了评估。] 

2.10	2012年9月30日，提交人被正式指控犯有偷窃罪，并被带到加德满都县法院。法院确认提交人为儿童，准许保释，保释金定为10,000尼泊尔卢比(约86美元)。由于提交人及其家人无力支付保释金，他被送到少年教养中心，等待法院诉讼结束。2012年10月1日，提交人被转移到位于Sano Thimi的少年教养院。在少年教养院，提交人被关在过度拥挤的牢房里，几乎整天不得外出。根据尼泊尔最高法院发布的命令，他于2013年6月25日获释。[footnoteRef:13] [13: 		提交人提供了最高法院2013年6月25日裁决的副本。] 

2.11	2012年10月15日，提交人的舅舅就其外甥遭受的酷刑向加德满都纳萨尔警察总部提出申请。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调查这些指控。
2.12	2013年5月21日，提交人的法律代表向尼泊尔最高法院提交人身保护令状申请，要求立即释放提交人。2013年6月25日，尼泊尔最高法院发布一项裁决，[footnoteRef:14] 命令释放提交人，并认为仅以无力支付保释金为由拘留未成年人的决定是非法的，违反了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所载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14: 		同上。] 

2.13	2013年12月1日，提交人的父亲根据《酷刑赔偿法》就对其儿子施行的酷刑和非法拘留向加德满都县法院提交一份请愿书，寻求补救并起诉责任人。然而，同一天，加德满都县法院拒绝登记申诉，声称它不符合报告酷刑案件规定的35天时效。[footnoteRef:15] [15: 		提交人提供了加德满都县法院2013年12月1日决定的副本。] 

2.14	2014年6月10日，加德满都县法院认定，提交人犯有偷窃贵重物品(即笔记本电脑)罪，判处他一个月监禁和罚款4,000尼泊尔卢比(约34.40美元)。法院驳回了提交人偷窃其他物品的指控。由于提交人是儿童，根据《儿童法》第11 (3)条，刑期减半。鉴于他已被拘留了9个月零19天，法院裁定他不应再被拘留，也不应支付罚款。提交人因缺乏财力无法对判决提出上诉。
2.15	2015年8月27日，提交人的法律代表试图在加德满都大都会警察分局登记初步案情报告，[footnoteRef:16] 以启动对提交人遭受童工和强迫劳动负有责任的人的调查和起诉。警方口头拒绝登记该报告，辩称警方以前从未收到过关于童工和强迫劳动的申诉，此类案件应转交劳工局。同一天，提交人的代表向县长办公室申请命令，以便警察登记关于儿童和强迫劳动的报告，但该办公室也以类似理由口头拒绝登记申诉。2015年9月13日，提交人的代表试图向加德满都劳工局提出申诉，要求起诉对提交人遭受童工和强迫劳动负有责任的人，并赔偿所受损失。劳工局局长拒绝登记申诉，据称是因为它不符合《童工(禁止和管理)法》规定的一年适用时效。 [16: 		初步案情报告是向警方报告犯罪和申诉时提交信息的一种工具。] 

2.16	2016年3月24日，提交人的代表向尼泊尔最高法院提交了提交人遭受童工、强迫劳动和酷刑的两份令状请愿书。然而，最高法院令状科科长口头拒绝登记两份令状请愿书，声称没有胜诉希望。他拒绝提供任何书面答复。同一天，提交人的代表试图对尼泊尔最高法院请愿书股联合书记官长拒绝登记两份令状请愿书一事提出质疑。然而，后者重申，这些申诉都不会被登记，因为它们都有时限，他还拒绝提供其决定及其理由的书面副本。
2.17	提交人在遭受酷刑、虐待和凌辱后，出现身体和心理后遗症，包括睡眠障碍、持续头痛、噩梦和抑郁。
2.18	关于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提出，在他的案件中，缔约国立法提供的补救办法证明无效。尽管自2012年9月以来，他和家人一再争取对酷刑、虐待以及童工和强迫劳动的责任人进行应有的起诉和制裁并获得适当的补救，尼泊尔当局却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补救。尼泊尔当局，包括尼泊尔最高法院，多次拒绝登记提交人的代表提出的申诉。
2.19	提交人称，对他犯下严重罪行的责任人至今未受惩罚，提交人也没有因所受伤害获得任何赔偿或补偿。他补充说，现有的国内立法有缺陷，使他不可能成功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
		申诉
3.1	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联系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解读)，因为在试图获取提交人涉嫌偷窃黄金和贵重物品的供词时提交人遭受了酷刑和虐待，而且拘留条件不人道。
3.2	提交人还声称，由于缔约国当局未能对他的指控进行彻底、公正、独立和有效的调查，并且没有起诉和制裁责任人，因此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联系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他没有得到对所受伤害的适当赔偿或综合赔偿。
3.3	提交人进一步声称违反了《公约》第七条(联系第二条第二款解读)，因为缔约国当局未能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以落实《公约》所载权利，并消除现有酷刑法律框架中仍然与其国际义务不一致的障碍。
3.4	提交人声称是违反《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和第五款(联系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解读)的受害者，因为他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他在被捕时没有被告知被捕的原因，也没有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正式指控。缔约国当局未能对这些指控进行有效、独立、公正和彻底的调查，提交人也没有因所受伤害获得赔偿。
3.5	提交人还声称是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甲)项至(乙)项和(庚)项(联系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解读)的受害者，因为他得不到公正审判的保障，这是由于：在依法证明有罪之前，他不被推定为无罪；在确定对他的刑事指控时，他没有被迅速详细告知对其指控的性质和原因；他在准备辩护或联络自己选择的律师方面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和便利。此外，他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词，并在胁迫下签署了供词。
3.6	提交人还声称是违反《公约》第八条第三款(甲)项(联系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解读)的受害者，因为缔约国当局未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他遭受童工和强迫劳动；依职权进行有效、独立、公正和彻底的调查；起诉或制裁责任人；并为提交人所受伤害提供适当补救。这些侵权行为因下列事实而加重：事发时提交人是一名儿童，因此，他有权获得国家未能采取的特别保护措施。
3.7	提交人认为，在尼泊尔，土著儿童历来被边缘化并受到歧视。提交人声称，所有侵权行为因下列事实而加重：事发时，他是一名年幼的土著男孩，因此，根据《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由于他面临交叉形式歧视，他有权得到缔约国的特别保护。
3.8	提交人要求委员会促请缔约国确保他获得对所受伤害的综合赔偿，包括物质和精神损害，并采取措施旨在提供复原、康复、补偿(包括恢复尊严和名誉)和保证不再重犯。
3.9	提交人还要求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采取以下具体措施：(a) 调查案件事实，以与犯罪严重程度相称的方式起诉所有应对侵犯提交人的行为负责的人，并在调查进行期间暂停或免除涉嫌警官的职务；(b) 确保提交人免费获得医疗和心理护理；(c) 如果提交人希望继续技术或大学学习，则向其发放教育补助金；(d) 承认尼泊尔的国际责任，并在公开仪式上向提交人正式道歉；(e) 确保提交人获得与所遭受侵权行为严重程度相称的及时、公平和充分的赔偿，包括身心和精神损害以及就业和教育机会的损失；(f) 说明负责执行每项赔偿措施的具体国内主管部门；(g) 将委员会的意见翻译成尼泊尔文，并在《官方公报》上公布。
3.10	提交人进一步要求委员会促请缔约国实施以下一般性措施，保证事件不再重演：(a)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将酷刑定为刑事犯罪；(b) 修订有关提交酷刑申诉的过于严苛的35天诉讼时效的立法；(c) 强制规定在逮捕时必须出具逮捕令并说明逮捕理由；(d) 为尼泊尔警察全体成员、司法机构和可能参与拘留和/或对待被剥夺自由者的所有人士制定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法教育方案；(e)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尼泊尔所有拘留设施的囚犯按照国际标准获得适足的食物、医疗和卫生条件。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及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17年9月18日的意见中称，提交人的指控“没有事实和现实依据”。
4.2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房东的女儿就提交人偷窃几件贵重物品提交了初步案情报告。提交人在加德满都拉特纳帕克被警方合法逮捕。缔约国称，提交人向检察官坦陈犯了罪，并承认销赃给邻居，换得2,000尼泊尔卢比(约17.20美元)。
4.3	缔约国否认在警方调查提交人案件期间发生了酷刑的任何指控。缔约国指出，在提交人报告他遭受酷刑并要求体检后，加德满都县法院在裁决提交人偷窃案时，立即下令由特里布万大学教学医院法医部进行体检。2012年9月13日的法医报告没有显示有任何形式的身体攻击或暗示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显示任何严重的精神疾病。鉴于向县法院提交的医疗报告没有包含对提交人实施任何酷刑行为的证据，法院没有就提交人的酷刑索赔作出任何命令。缔约国声称，如果提交人对县法院的决定不满意，他应当向帕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但他没有这样做。缔约国声称，鉴于提交人没有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来文不可受理。
4.4	缔约国指出，根据加德满都县法院的命令，提交人被安置在“少年教养院”，随后根据尼泊尔最高法院的命令获释。最高法院这一决定依据的是《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少年司法中儿童权利的第10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缔约国补充说，最高法院指出，根据《儿童法》序言中的规定，国家负有保护儿童身心和智力发展的法律义务，留在少年教养院不符合被告儿童的最大利益。缔约国还指出，县法院随后认定提交人犯有偷窃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物品的罪行，判处他一个月监禁和罚款4,000尼泊尔卢比(约34.40美元)。缔约国补充说，根据该法第11 (3)条，减少了其监禁时间和罚款。
4.5	缔约国指出，尽管加德满都县法院在审理该偷窃案期间已对酷刑进行了评估，但提交人在县法院诉讼时效期满后，向县法院提出单独的酷刑申诉，要求赔偿。根据《酷刑赔偿法》第5条，法院拒绝登记该案件。该条规定，受害者可以在遭受酷刑之日或获释之日起35天内提出申诉，要求赔偿。法院还根据《县法院条例》第15 (3)条规定，不受理此案。
4.6	缔约国指出，“关于雇主的赔偿问题”，提交人没有在诉讼时效内寻求补救。提交人向劳工局提出的申诉被拒绝登记，原因是根据《童工法》第20 (2)条，该行为实施之日起一年的时效已满。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有权就根据该法应受惩处的罪行提出申诉，提交人的法律补救方法并没有随拒绝登记而告终。提交人本可以就拒绝登记其申诉一事向劳工法院提出申诉，随后还可以援引最高法院的特别管辖权。
4.7	关于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遭受酷刑的令状请愿和根据《童工法》提出的申诉，缔约国声称，最高法院令状科科长和联合秘书拒绝登记他的案件令人难以置信。缔约国辩称，如果提交人真的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他可以选择向书记官长提出，如果遭到拒绝，他可以根据《最高法院条例》第27 (3)条，向最高法院就书记官长的决定提出上诉。
4.8	缔约国声称，根据提交人提交的文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提交人走过既定的司法程序。尼泊尔的司法程序是独立、系统、强健和制度化的。缔约国辩称，审决和司法有适当和充分的程序，提交人并没有遵循任何既定程序。缔约国声称，诉诸人权事务委员会――作为最后手段――而没有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是滥用《任择议定书》规定的补救程序，因此来文不可受理。
4.9	缔约国声称，提交人关于拒绝登记其申诉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或现实依据”的。缔约国重申，提交人没有用尽诉讼时效内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并辩称提交人似乎采用了择地诉讼的做法。因此，缔约国声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来文不可受理。
4.10	关于来文的案情，缔约国认为，由于提交人没有用尽诉讼时效内所有可用的法律补救办法，他的所有指控都应予以驳回。
4.11	缔约国指出，尼泊尔有许多法律措施保护儿童免受酷刑和虐待。[footnoteRef:17] 除其他外，它提到：(a)《童工法》第4条规定，不得以劝说、虚假陈述或施加影响、威胁或胁迫或通过任何其他手段使任何儿童从事违背其意愿的劳动；(b)《国家案例法》第14条规定，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参与犯罪，进行任何犯罪调查的警务人员可逮捕该人，被捕者应被告知逮捕原因；(c) 立法议会正在审议关于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法案，以便修订国家《刑法》，[footnoteRef:18] 该法案将酷刑定为犯罪，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将其界定为应受惩处的罪行，规定酷刑行为人最多可被判处五年监禁，或必须支付50,000尼泊尔卢比(约500美元)的罚款，或两者兼有，并规定向酷刑受害者赔偿500,000尼泊尔卢比(约5,000美元)。 [17: 		缔约国提到尼泊尔《宪法》第22和39条、《儿童法》第53 (3)、7和15条、《童工(禁止和管制)法》第3、4和19条、《国家判例法》第14条和国家《刑法》。]  [18: 		2018年，缔约国修订了《刑法》，包括《刑法》第167节关于酷刑的定罪和定义。]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及案情的意见所作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2017年11月9日的评论中指出，缔约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提交对本来文的意见，再次说明尼泊尔对他严重的痛苦漠不关心。
5.2	关于缔约国声称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回顾说，委员会已明确规定，当国内补救办法在特定案件中看似有效，提交人事实上可以使用，且客观上有成功前景时，则必须用尽国内补救办法。[footnoteRef:19]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在其意见中提到的补救办法都不符合这些要求。他还声称，他为获得正义和赔偿而寻求的所有补救办法都被证明无效。 [19: 		提交人除其他外，提到了委员会在Benaziza诉阿尔及利亚案(CCPR/C/99/D/1588/2007)中的意见，第8.3段，以及Ondracka和Ondracka诉捷克共和国(CCPR/C/91/D/1533/2006)，第6.3段。] 

5.3	提交人确认，他没有对加德满都县法院裁定他不应再被拘留或支付罚款的决定提出上诉，因为他和他的家人缺乏提出上诉的财力，他们很穷，甚至付不起保释金。提交人提到美洲人权法院的咨询意见OC-11/90：
	如果一个人为了维护权利而寻求法律的保护……发现他的经济地位使他无法这样做，因为他既负担不起必要的法律顾问，也负担不起诉讼费，那么此人因其经济地位而受到歧视，因此在法律面前得不到平等的保护。
	……
	因此，任何不向穷人免费提供此种法律顾问的国家都不能在之后断言存在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并未用尽。
	……
	[如果]法律决定或事实上需要法律服务才能承认……一项权利，而一个人因贫困而无法获得此种服务，那么此人将豁免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footnoteRef:20] [20: 		美洲人权法院，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例外情况，咨询意见OC-11/90，1990年8月10日，第22、26和36段。] 

	此外，提交人辩称，对该决定提出上诉不会导致对他关于酷刑和强迫劳动的指控展开调查，也不会导致他所受损害得到赔偿。提交人称，这种补救办法对他的案件无效。
5.4	提交人称，直到2015年，他才能够就自己被强迫劳动一事进行揭发并寻求赔偿。他一直遭受强迫劳动和身心虐待，直到2012年7月他逃走、回到自己村庄时为止。2012年8月，他被任意剥夺自由，在他获释时，根据《童工法》规定的一年申诉期限已经过了，使他得不到有效的补救。提交人重申，考虑到童工和强迫劳动等罪行的极端严重程度，提交申诉的一年时效使得这种补救办法根本于事无补。提交人补充说，他多年来生活在恐惧、贫困之中，无从获得合格和免费的法律援助，直到非政府组织“审判国际”了解到他的情况并同意代他向本国当局支付诉讼费为止。
5.5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在其意见中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2015年8月27日他试图向劳动局提出申诉之前――劳动局对其申诉不予登记，他曾先尝试向警方登记初步案情报告，以便启动对其案件的调查，并起诉那些对他从事童工和强迫劳动负责者。警方拒不登记提交人的初步案情报告，同日，他向县长办公室提出申诉，要求登记他的初步案情报告。该办公室也拒不登记他的投诉。此外，提交人回顾说，2017年9月，他试图援引最高法院的特别管辖权，但这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补救办法。
5.6	缔约国指称，提交人在35天的追诉时效期满后才就所受酷刑提出赔偿申诉；提交人就此回顾说，委员会认为，该特定时效本身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称，[footnoteRef:21] 并要求委员会对本案适用其既定的判例。 [21: 		提交人提到委员会在Maharajan诉尼泊尔案中的意见(CCPR/C/105/D/1863/2009)，第7.6段，以及在Giri诉尼泊尔案中的意见(CCPR/C/101/D/1761/2008和Corr.1)，第6.3段，并提到委员会关于赋予《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之性质的第31 (2004)号一般性意见，第18段。] 

5.7	提交人指出，有一点是缔约国未以任何方式质疑过的，即：他曾试图促使有关方面对酷刑责任人进行调查和起诉，但此后，尼泊尔有关当局从未对他的酷刑指控展开过调查。
5.8	提交人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最高法院拒绝登记他的案件这一事实“令人难以置信”，尼泊尔还暗示他的指控是“虚假的”，令他深感不安。提交人回顾说，除提供最高法院拒绝登记的几名官员身份之外，他还提供了令状请愿书的副本作为本来文的佐证文件。尼泊尔不应仅仅含沙射影地说他的指控是虚假的，而应提供确凿证据来反驳这些指控，解释这些官员为什么拒绝登记他的投诉，并在适当情况下就此展开调查。提交人称，缔约国有责任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实际情况证明，在他的案件中，向最高法院提交令状请愿书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无效的补救办法。缔约国声称，联系《最高法院条例》第27条第3款，他本可以针对书记官长的命令向最高法院上诉；提交人就此指出：(a) 该条款规定，书记官长应为不登记令状请愿书提供书面理由，却未提及提出上诉的可能性；(b) 他从未以书面形式获得令状请愿书不予登记的原因，尽管他提出了这方面的请求。因此，搞不懂他究竟要怎么办才能绕过书记官长和最高法院联合秘书的口头拒绝，让它们审理他的案件；到头来，他已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补救办法。
5.9	关于来文的是非曲直，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声称他的指控没有事实或现实依据。然而，提交人辩称，尼泊尔仅对提交人关于他曾受酷刑的指控提出质疑，因此，未对其他任何事实提出异议。委员会也应当这么看。
5.10	提交人称，缔约国提供的关于其酷刑指控的信息不准确。他指出，特里布万大学教学医院法医部进行了医学检查，其报告内容与缔约国所说的不同；缔约国称，医疗报告没有“揭示任何重大的精神疾病”，也不“包含对提交人实施任何酷刑行为的证据”。他指出，医疗报告证明提交人右前臂擦伤，还发烧，总体上处于抑郁状态。[footnoteRef:22] [22: 		提交人提供了2012年9月13日关于为评估他基本身体状况而对他进行的医学检查的证明。] 

5.11	提交人指出，当局获悉提交人的酷刑指控后，却未能展开调查；这一点，缔约国并不否认。因此，尼泊尔承认从未对他的酷刑指控进行过调查；提交人请委员会宣布，单就《公约》第七条而言，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联系起来看，都出现了违反该条的情形。
5.12	提交人欢迎尼泊尔立法议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刑法，其中将酷刑定为刑事犯罪，并将其定义为应受惩罚的罪行。然而，他指出，截至本评论提交时止，新《刑法》尚未生效，也无追溯效力，因此与他的案件不相关。提交人辩称，尼泊尔正在执行新的《刑法》，这只能证明提交人的指控属实，即：尼泊尔缺乏处理酷刑问题的适当立法框架，从而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与第二条第二款一并解读的第七条。提交人还辩称，根据颁行全国的新《刑法》的设想，对酷刑责任人判处最多五年监禁或相当于500美元的罚款，或两者并处；很难认为这样做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当，因此，它仍然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
5.13	提交人重申其关于来文可受理性和是非曲直的指控，以及他所要求的赔偿措施；这些措施将为缔约国提供指导，并将提高委员会关于本案意见中各项建议的落实程度。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受理性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经确定，同一事项没有在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因为：(a) 提交人没有对加德满都县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b) 他不尊重关于酷刑、童工和强迫劳动申诉的法定时效；以及 (c) 他声称当局断不向最高法院登记他的令状请愿书，这种说法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没有事实或现实依据”。
6.4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缔约国立法提供的补救办法对他无效或不可用，而且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尽管他一再试图诉诸司法，就他遭受的酷刑、童工和强迫劳动索赔，但尼泊尔当局显然对他的申诉直接不予登记。
6.5	2014年6月10日，加德满都县法院作出裁决，认定提交人不应被进一步拘留或支付罚款，他也没有要求对他的酷刑指控进行调查；提交人声称，他未能对该裁决提起上诉，因为他既负担不起必要的法律顾问，也支付不起与诉讼相关的费用。委员会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委员会回顾指出，提交人存在着普通的财务考虑，对国内补救办法的功效，有着未经证实的怀疑，但这些不能自动免除他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责任。[footnoteRef:23]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提交人及其家人无力支付加德满都县法院在其2012年9月30日裁决中厘定的保释金，因此，他被转到少年教养所；所以，委员会并不认为无法就他的案件提出上诉属于普通财务考虑事项。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已经证明，由于他经济地位的关系，若要对2014年6月10日的裁决提出上诉，就会带来他无力承担的经济负担；也没有人向他免费提供获得和用尽补救办法所需的法律服务，[footnoteRef:24] 因此，他就无法获得补救办法，尤其要考虑到他当时还是个孩子，理应得到缔约国的特别保护。 [23: 		见委员会在Kadirić和Kadirić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案中的意见(CCPR/C/115/D/2048/ 2011)，第8.3段，以及P.S.诉丹麦案中不可受理的决定(A/47/40，第十章，R节)，第5.4段。]  [24: 		见委员会在Quelch诉牙买加案中的意见(A/48/40，第二部分，附件十二，F节)，第8.2段。] 

6.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a) 向加德满都县法院报告了他的酷刑指控，但没有人就此进行任何调查；(b) 向纳萨尔警方提出遭受酷刑申诉，但没有得到回应，也未有人采取行动；(c) 根据《酷刑赔偿法》提出索赔，但由于35天诉讼时效的关系被驳回；(d) 试图向加德满都大都会警察分局提交关于他经历童工和强迫劳动的初步案情报告，但被拒绝登记；又就被拒一事向县长办公室提出上诉，上诉也被驳回；(e) 试图根据《童工法》向加德满都劳动局提出索赔，但由于一年的时效而被驳回；和(f)试图向最高法院登记两项令状请愿书，两项申请都被口头驳回，无书面拒绝材料，理由是申请已过时效。委员会回顾了其判例；根据该判例，35天的时效期限对于提出酷刑索赔而言，太短，不合理，并且明显不符合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性质。[footnoteRef:2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对他无法在规定的一年时间内提出儿童和强迫劳动申诉这一点并未提出异议，因为在此期间，他除了是儿童之外，在遭受身心虐待并逃离这些环境之后，还被任意拘留，到他获释时，一年期已过。提交人还辩称，他多年来生活在恐惧、贫困之中，不可能获得合格和免费的法律援助。这些因素使他无法寻求支持。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供了向最高法院提交的令状请愿书的副本，并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未收到最高法院关于不登记其令状请愿书的书面决定这一事实提出实质性质疑。因此，在提交人几次试图获得诉诸司法的机会和寻求伸张正义之后，又鉴于他在缔约国就酷刑和童工及强迫劳动指控提出申诉以及为此索赔方面面临法律上的和实际的限制，以及在最高法院登记程序中遇到障碍，委员会认为，有关补救措施不仅不济，而且提交人也无从加以利用。 [25: 		委员会关于尼泊尔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CPR/C/NPL/CO/2)，第13段。委员会就Nyaya诉尼泊尔案发表的意见(CCPR/C/125/D/2556/2015)，第7.9段；以及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第14条执行情况的第3 (2012)号一般性意见，第40段。] 

6.7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不妨碍它审查本来文。
6.8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由于滥用呈文权，来文应被宣布为不可受理(见上文第4.8段)。然而，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和提交人在一些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一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对呈文权的滥用。[footnoteRef:26] 在档案中没有任何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来文不构成对《任择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滥用呈文权。 [26: 		委员会对Arias Leiva诉哥伦比亚案发表的意见(CCPR/C/123/D/2537/2015)，第10.4段。] 

6.9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指控证据不足，指控所依据的是，在他被拘留期间和任何审判开始前缺乏保障。因此，委员会认为，应当根据《公约》第九条审查这些指控。[footnoteRef:27] [27: 		委员会关于在法院和法庭面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第32 (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31段。] 

6.10	鉴于所有其他可受理标准均已满足，委员会宣布来文可受理，涉及据称违反《公约》第二条第三款、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情形，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7.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参照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申诉，即在他14岁那年，他被拘留和警方审讯期间，他遭受酷刑，包括全身被拳打脚踢，遭塑料管击打脚底(打脚底刑罚)，手指甲下受到电击，他身处不人道的拘留条件之下，包括过度拥挤、缺乏医疗保健以及不稳定的卫生和饮食条件。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否认提交人遭受酷刑，仅辩称2012年9月13日提交加德满都县法院的法医报告没有显示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或伤害，也没有显示任何严重的精神疾病，法院正是因为如此，才未对酷刑指控采取进一步行动。然而，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提供了对他所遭受酷刑的可信描述，以及所涉法医报告的副本，该报告记录了提交人前臂有擦伤，他发烧了，并基本处于抑郁状态。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联系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解读的第七条。
7.3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决定不单独审查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条提出的申诉。
7.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当局未能对他的酷刑指控进行彻底、公正、独立和有效的调查。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反驳提交人的指控，即加德满都县法院和纳萨尔警方没有对他的酷刑申诉展开调查。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既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以质疑提交人的呈件，也没有对他的酷刑指控进行必要的调查。
7.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未能采取适当立法措施来落实《公约》所载权利，并消除现有法律框架中涉及酷刑的障碍。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国内立法规定的35天时效使他无法就所受酷刑提出索赔，该时效规定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称。委员会还注意到，尼泊尔当局声称拒绝登记提交人申诉的理由同样是35天的时效。委员会对其判例进行了回顾；根据其判例，对这种严重侵权行为提出申诉的法定期限短得如此不合理，明显不符合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性质。[footnoteRef:28] 委员会注意到，在提交来文时，缔约国通知说，将修订其关于酷刑的立法，以便将酷刑定为刑事犯罪，并将其界定为应受惩罚的罪行(见第4.11段)，并注意到缔约国于2018年修订了《刑法》，包括《刑法》第167条对酷刑的定罪和定义，规定提出酷刑申诉的时效为从实施酷刑之日或被剥夺自由者获释之日起六个月，并规定对酷刑责任人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或500美元罚款，或两者并处。委员会认为，鉴于修订后的立法不具有追溯效力，因此与提交人的案件无关，新的时效和对酷刑的处罚仍然与这种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称。 [28: 		Nyaya诉尼泊尔案，第7.9段，Maharajan诉尼泊尔案，第7.6段，以及Giri诉尼泊尔案，第6.3段。] 

7.6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未能对提交人的酷刑指控进行任何调查，特别是考虑到他当时属于儿童，以及事件发生时尼泊尔所实施的法律规定的酷刑赔偿诉讼时效使得提交人无从获得有效补救，这两种情况都侵犯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联系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第七条所赋予他的权利。
7.7	委员会认定发生了违反《公约》第七条(单独解读和与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情形，故而决定不单独审查提交人关于违反《公约》第七条(与第二条第二款一并解读)的申诉。
7.8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声称，他小时候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逮捕时没有告知他被捕的原因，也没有及时告知他对他提出的任何正式指控。提交人还声称，他在2012年8月14日至9月6日期间被剥夺自由，却没有人告诉他对他的指控；在2012年9月6日之前，他也没有机会与律师沟通。缔约国仅表示，逮捕提交人符合法律保障规定，却再没有提供任何补充信息或证据。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就他被捕和被剥夺自由之事提供了一致和详细的事实情况，缔约国也未对此提出质疑。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
7.9	鉴于后一项结论，委员会决定不单独审查提交人根据结合第二条第三款解读的第九条提出的索偿要求。
7.10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即从2010年他14岁到2012年，他被迫每天早上4点到晚上10点为加德满都的一个家庭做家庭佣工。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在近两年的时间内，他做饭、下厨房、打扫卫生、扫地、购物、照看房子、接待来访者、为这家人做足部按摩和洗衣服，却不能上学，也没有得到任何工作报酬。他还声称，在他于2012年7月决定逃跑之前，他一直受到这家人的身心虐待。
7.11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当局没有依职权进行有效、独立、公正和彻底的调查，没有起诉或制裁责任人，也没有就提交人所受伤害向他提供充分的补救。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反驳提交人的如下指控，即：警方和县长办公室拒绝了他试图提出的初步案情报告申诉，本来，这会导致对那些使他遭受童工和强迫劳动负有责任者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迄今尚未对他的童工和强迫劳动指控进行任何调查。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对他作为家庭佣工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上学的事实作了可信的描述。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保护好当时14岁的提交人、使他免遭此类虐待，也未能对他的指控进行任何调查，特别是考虑到他还是儿童――这就构成了对《公约》第八条第三款以及联系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加以解读的该条款赋予他的权利的侵犯。
8.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认为现有事实表明，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单独解读以及联系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加以解读)、第八条第三款(联系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加以解读)以及第九条(单独解读和联系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加以解读)。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缔约国必须向《公约》权利遭侵犯的个人作出足额赔偿。因此，除其他外，缔约国有义务：(a) 调查案件事实，确保被认定负有责任者受到与罪行严重程度相称的处罚，并视情况需要，在调查进行期间，暂停或开除涉嫌警官；(b) 视情况需要，免费提供医疗和心理护理；(c) 为提交人遭受的侵权行为提供有效的赔偿和适当的抵偿措施，包括酌情提供教育支持；(d) 确保提交人获得与所受侵权行为严重程度相称的及时、公平和充分的赔偿；以及 (e) 指明负责执行每项赔偿措施的国内具体当局。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具体而言，缔约国应确保在法律、实际和行政方面，消除那些阻碍申诉的提交和调查以及妨碍酷刑受害者和童工及强迫劳动受害者有效诉诸司法和获得赔偿的障碍，包括：根据国际标准修订立法和诉讼时效，[footnoteRef:29] 将酷刑和奴役定为刑事犯罪，作出与此类犯罪严重程度相称的制裁和补救措施，并履行《公约》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 [29: 		例如，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3号一般性意见，第40段。] 

10.	由于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方，缔约国已承认了委员会有权能裁定是否有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已承诺确保在其领土上的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确认存在违约的情况下，提供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措施；在这方面，委员会希望在180天内得到缔约国为落实《委员会意见》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信息。委员会铭记上述这一点，并希望在180天内得到缔约国为落实《委员会意见》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信息。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言广为传播。
CCPR/C/126/D/2773/2016
CCPR/C/126/D/2773/2016

GE.19-16927 (C)	131119	261219
[image: https://undocs.org/m2/QRCode.ashx?DS=CCPR/C/126/D/2773/2016&Size=2 &Lang=C]	[image: recycle_Chinese]
2	GE.19-16927
GE.19-16927	3
附件
		委员会成员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阿里夫·布尔坎、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和埃莱娜·提格鲁加(赞同)
1.	本意见不涉及委员会关于案情的决定――我们完全支持这一决定――而是涉及向提交人提供的补救措施；提交人幼时曾受严重违反《公约》行为之害。提交人在赔偿要求中，除其他措施外，要求“在公开仪式上……正式道歉”(见第3.9段)。然而，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虽然赞同所要求的一些措施，但不愿命令缔约国向提交人公开道歉。我们对这一拒绝表示异议，因为在本案中，整体情况综合考虑，我们认为，进行公开道歉是完全合理的。
2.	我们首先回顾，大会已经承认公开道歉是严重和大规模侵犯人权案件中的有效、必要和补充性补救措施。[footnoteRef:30] 更重要的是，公开道歉也被列入人权事务委员会201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赔偿措施准则；该准则还规定，在决定赔偿措施时，应考虑到各方的立场(CCPR/C/158，第4段)。我们注意到，在来文中，提交人特别要求公开道歉，缔约国既未对此要求提出异议，也未作出其他回应。此外，该准则表明，在抵偿措施中，委员会可要求缔约国公开道歉，特别是在发生严重或系统性侵权行为、仅通过恢复原状或赔偿不能完全弥补损害的情形下(第11 (e)段)。值得注意的是，所建议的标准并非累积性的，而是分离性的。 [30: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准则》原则九(大会第60/147号决议，附件)。] 

3.	在美洲人权体系中，下令进行道歉，是长期实施的、无争议的赔偿措施。[footnoteRef:31] 这样做的理由根植于一些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际意义的原因。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个别措施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开道歉可能有助于解决集体伤害。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鉴于一些侵犯人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无法量化，因此，仅通过金钱赔偿，无以弥补；道歉即便不是减轻受害者悲痛、痛苦和愤怒的唯一手段，也很可能是最有力的手段。[footnoteRef:32] 这些考虑因素清楚地为赔偿措施准则提供了依据；委员会在该准则中特别认为，在严重或系统性的侵权情形下，仅通过恢复原状或赔偿是无法完全弥补伤害的，则有理由进行道歉。如下文所示，本案案情符合严重和系统侵权的条件。 [31: 		例如，见美洲人权法院，Durand和Ugarte诉秘鲁案，2001年12月3日判决(案情)，第38和39段；以及Terrones Silva等人诉秘鲁案，2018年9月26日判决(初步反对意见、案情、赔偿和费用)，第254段和F节。]  [32: 		Margaret Urban Walker，“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parations”，“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第37卷，第3期，第377-395页。] 

4.	就本案而言，从三方面来看，已经达到犯罪严重程度的条件。首先，提交人曾受国家工作人员的酷刑和虐待，其时，他还是个孩子。当他成为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时，也还是个孩子。虽然后一情形是由他人怂恿发生的，但委员会承认，国家未能防止和保护提交人免遭这一严重侵权行为，因此，它本身对此负有责任。此外，根据《公约》第二十四条，国家有保护儿童权利的特殊义务，原因是儿童极其脆弱，特别是在――如本案之情形――儿童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第二个严重因素在于国家当局未能展开任何调查，亦未惩罚那些对侵犯《公约》第七条和第八条所保护的绝对权利负有责任的人。如来文所述，也如委员会所称，尽管提交人的家人试图对警察动用酷刑的行为和私人实施的强迫劳动提出申诉，但司法当局始终拒绝对实际情形进行任何调查。第三个严重因素是，为这些罪行寻求补救的诉讼时效违反了国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义务，特别是与这种严重侵权行为有关的义务；委员会承认国家有此义务(见第7.5-7.6段)。[footnoteRef:33] [33: 		亦见Nyaya诉尼泊尔案(CCPR/C/125/D/2556/2015)，第7.9段。] 

5.	至于赔偿措施准则中确定的其他标准，有几个因素表明，提交人遭受的侵权行为构成了缔约国内一个系统性问题。人权事务委员会(CCPR/C/NPL/CO/2，第10和11段)和禁止酷刑委员会(A/67/44，附件十三)在其关于缔约国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对广泛使用酷刑的指控、酷刑行为有罪不罚的普遍气氛以及国内法缺乏将酷刑定为 刑事犯罪的法律规定表示严重关切。人权事务委员会还对缔约国一些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着童工和传统的债役工做法表示关切(CCPR/C/NPL/CO/2，第18段)。尽管各条约机构一再规劝，尽管来文中也明确提出(见第2.1段)，但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表明它已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来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具有广泛性，加上存在有罪不罚的背景，达到了系统性问题的另一标准；我们也就有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建议缔约国就提交人幼时遭受的极严重侵权行为向他公开道歉。
6.	最后，我们回顾指出，公开道歉的理由之一在于在处理某些类型的不公正时，补偿不足。提交人童年很大一部分时间痛苦不堪，无疑属于这一类别。给钱能补偿他忍受多年的强迫劳动或失去的童年吗？给钱能弥补这种长期创伤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心理伤害吗？对此，我们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由缔约国向提交人公开道歉，承认它未能保护提交人，――在本案中这样做，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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